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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基于 CHNS 2000—2011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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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利用 CHNS 2000到 2011年 5期混合截面数据，考察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间收入分配的动态
影响。2SLS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成员医保参保行为对其家庭总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公费医疗、城镇职
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显著性影响依次降低。随着改革的逐年推进，是否参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存在从统计
显著性到绝对数值上的“U”型变化; 基于 G·Field分解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总体上系列医保制度改革对缓解我国
收入不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却反负为正，这一现象值得高度关注。政策层面，
应全面实施强制参保，谨防医保收入补偿效应拉大收入差距。同时力争快速、高效地推进医保制度改革，将改革进
程的负效应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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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使我国传统医疗保险

体系逐渐丧失原有经济基础和组织依托，建立新型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成为顺应时代需要的必然选择。在党和政府“三
纵三横”①规划设计下，1998 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开始建立，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着手试点，2005 年
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逐步展开，2007 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启动试点。截止 2011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医保、新农合参保人数合计超过 13亿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全民医保体系的确立。
近年来，在广覆盖的基础上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政

府补助标准仍在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大病医保、疾病应急救
助制度不断完善，三类居民医疗保险体制的合并建设也正在

积极推进中。通过系列制度改革，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已趋于
成熟，实现城乡统筹指日可待。
医疗保险是通过保险体系对所有参保人健康医疗支出

进行风险共担的制度设计。作为政府主导、建立在团结互助

基础上的社会共济制度，基本医疗保险本质上就是一种收入

再分配关系( 权衡，2006［1］53 ; 李亚青，2014［2］59 ) 。其制度设

计实现了健康者与患病者、年轻者和年老者之间的收入再分

配。同时，其准公共品属性和政府财政对弱势者给予的救助

补贴，实质上反映了贫困者和富裕者、弱势阶层和优势阶层

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然而，学者们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显示，

我国卫生筹资总体上反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表现出亲富人

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农村卫生筹资亲富人的再分配程度高

于城市，农村卫生筹资的累退程度大于城市，但农村卫生筹

资的水平不平等小于城市( 解垩，2010［3］42－43 ) 。文献对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分别进行的考察显示，各项医疗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存

在差异效果。齐良书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

及再分配效果进行的评估表明，新农合不仅具有显著的减贫

效果，而且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 齐良书，2011［4］49 ) 。谭晓婷和钟甫宁则探查了新农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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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模式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新农合的补偿更

倾向于患病群体，且低收入群体获得的补偿是高于高收入群

体的; 然而，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考

察却发现二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逆向再分配”现象( 谭晓
婷、钟甫宁，2010［5］93－94 ) 。利用广东 M、D 两市医疗保险数据
库进行的研究，李亚青发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存在着明显的

“逆向再分配”，且大城市及发达地区“逆向再分配”程度比
小城市或欠发达地区更大，在职群体“逆向再分配”程度比
非在职群体表现得更为突出( 李亚青，2014［2］74－75 ) 。臧文斌
等人进一步分析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总消费以及医

疗、教育、日常生活等各项消费的影响，发现城镇居民在参保
之后家庭年平均非医疗消费额会显著增加，其中受影响最大

的是日常生活及其他开支，此外教育开支也受到影响，但住

房开支和医疗开支没有显著变化( 臧文斌、赵绍阳、刘国恩，
2012［6］69－71 ) 。
上述文献已对我国系列医疗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

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几乎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展开探讨

的。众所周知，中国是深受“家”文化影响的国度，家户是
社会的细胞，亦是中国历史上承载各项社会、经济、法律
活动的基础单位 ( 邓伟志，刘达临，1982［7］62 ; 周子良，
2010［8］28－29 ) ，考察中国经济问题忽略家庭层面必将是有
失偏颇的。事实上，在中国普遍以家庭为单位统一预算和
支出的行事惯例下，某位家庭成员从某种医疗保险制度中

获得的补偿往往对执行统一消费预算的整个家庭都存在

事实上的“增收效应”。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在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个人为单位参保的同时，
我国新农合也实行了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原则。无独有
偶，江苏省镇江市 2009 年便开始尝试将医保个人账户向
家庭账户过渡，新政允许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使用

个人二级账户资金为自己或家人缴纳保费、支付医疗费
用、抵冲个人支付、参加健康维护等。几乎同时，我国
2010 年已开始倡导家庭医生制度①，该制度一旦全面建
立，必将引发诊疗方式的重大转变，伴随而来的是医保支

付模式的变革，甚至是整个医疗保险保障体制的变迁。那
么，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究竟会对家庭间收入分配产生

怎样的影响? 这对政府制定收入调控政策有何积极意义?

本文拟尝试将分析视角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家庭层面，深入

考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家庭之间收入再分配的影

响。文章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模型设定与
数据说明，第三部分为描述统计与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

结论部分。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鉴于“家文化”对我国居民行为决策的深刻影响，本文

将尝试从家庭层面剖析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

效应。我们拟重点关注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我国医疗保险
制度改革对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二，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家庭间收入分配

效应呈现着怎样的动态变化? 我们的研究特点是: ( 1) 将政
府主导的各项医保制度打包，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综合考察系

列医保制度改革对家庭收入配置的总体作用; ( 2) 样本考察
期间拟设定自新世纪之初至今，囊括主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节点②，超越十年的考察期将有利于更好地展示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对我国家庭收入配置影响的动态变化。
本文将借鉴齐良书规避自选择效应的回归方法( 齐良

书，2011［4］37 ) ，将“是否参保”虚拟变量引入我国医保制度改
革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为满足政策评价的需要，我们将商业
医疗保险等其他医保排除在外，以国家统一实施的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公费医
疗改革为考察对象( 以下所有医疗保险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均仅限于此四类医保) 。若家庭成员中有人参与了以上四
种医保中的一种，便设定该家庭“已参保”③。秉承文献做法
并尊重中国国情，家庭特征、外部特征及年份虚拟变量等被
纳入家庭收入估计函数。据此，可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lnYij =α+β canbaoij+γ1Hij+γ2 Iij+γ3Zij+year+εij ( 1)
其中，lnYij为对数形式的家庭总收入( i 为不同家庭; j

为不同年份。所有收入数据已进行价格平减，调整到 2011
年水平) ; canbaoij为家庭“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的虚拟变量;
Hij是家庭人口构成变量，包含家庭总人口数及其平方项; Iij
是户主人力资本特征系列变量，囊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及
其平方项、户主受教育年限④; Zij为样本家庭外部制度和环

境特征变量，含所在村或社区代码、所在省份、城乡地区;
year是年份虚拟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由此，“是否参保”
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将集中表现在等式( 1) 的系数 β上。
本文拟采用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卡罗莱纳州人口中心和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合作采集的中国家庭营养

健康调查(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数据。该数据
始于 1988年，涵盖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
南、广西、贵州等我国中、东、西部 9 省( 自治区) 的城市和农
村地区，大约 3～4年展开一轮回访调查，现已公布包含 2011
年在内的共 9 期数据。CHNS 入户调查采集了十分详实的

101

①

②

③

④

我国在 2011年 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了健全以全科团队为基础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建立家庭医生制度，逐步实施基层首诊、分级诊疗。随后，上海市长宁区开展了“全科医师执业方式和服务模式改革”的试点工作。2016 年 6
月 6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到 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30%以上，重点人
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60%以上。根据《通知》要求，截止到年底前，我国将在 200个公立医院试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始于 1998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改革始于 2003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改革始于 2007年。
“新农合”要求以家庭为单位参保，这并不会对此变量的统计准确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健康状况无疑会对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 CHNS样本数据中“户主健康状况”变量数值缺损十分严重，因此我们未对

户主健康状况加以控制。



收入和医保相关信息，为本文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基础。在对家庭经济、人口、参保及外部特征进行匹配后，
2000、2004、2006、2009、2011年 5 期混合截面数据共有有效
样本 5 591个家庭。因对我国系列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展开
综合效果动态评估，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 DID) 方法在此
并不适用。由于被解释变量“家庭总收入”是连续变量，我
们将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 OLS) 考察“是否参保”对家庭之
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因居民参保可能存在自选择效应引起
结果偏误，我们将参照贾男、马俊龙( 2015) ［9］82的做法，采用
“社区参保家庭占比”作为家庭“是否参保”的工具变量( IV)
展开 2SLS实证分析。

三、描述统计与实证分析
家庭“是否参保”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所以首先对样本

家庭参与的各类医保险种及总体医保参保率展开描述统计。
如前述界定，只要家庭中有成员参与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四类当中
的任意一种，则设定该家庭已参保，即“是否参保”虚拟变量
为 1，否则为 0。
图 1是横跨 5期( 超过 10 年) 5 591 个样本家庭医疗保

险总体参保率的变化示意图，可以看出，与近年来全国医疗

保险总体参保率上升趋势相一致，样本家庭的医疗保险总体

参保率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 2009年、2011年还实现了跳
跃式增长①; 城乡数据对比显示，2004至 2006年间城镇和农
村总体参保率呈现了上下交替: 2000 至 2004 年区间内城镇
家庭参保率明显高于农村家庭，而 2006 年以后则是农村家
庭参与率高于城镇家庭。这一趋势折射出始于 2003年的新
农合改革及始于 2007年的城居保改革对家庭医疗保险总体
参保率的影响。随着各类医疗保险的全面铺开，2009、2011
年家庭医疗保险参保率有了明显的提升，城乡差异也开始显

著收敛，截至 2011年已无明显差别。
图 2进一步展示了 5个调查年份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公费医疗的样本家
庭参保率变化。其中，改革所针对的公费医疗参保率呈显著
下降趋势，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等新兴医疗保险参保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和

图 1所展示的家庭总体参保率近年来的快速增长趋势相一
致。几近“全面覆盖”的家庭医疗保险参保率无疑对居民分
散医疗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家庭医疗保险参保率的

快速提升会不会对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呢?

表 1数据显示，随着参保家庭数目的增加，2000 年到
2011年样本家庭总收入水平也呈现了大幅提升。总体而
言，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总收入更高。这很可能是参保行
为使参保家庭在面临医疗风险时能够减少医疗支出，相当于

提高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同时保障的存在可能使参保家庭倾

向于承担更大风险，敢于通过风险投资博取更大收益。但数

据统计也暗示，医疗保险的自愿参保原则可能在客观上吸收

更多高收入家庭参与医保。家庭医疗保险参保率的逐步提

升究竟会对我国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起到何种影响，这还有

待严谨的实证分析。

备注: 上图仅标注出总体参保比率数据值，此参保率包含公费

医疗、农村合作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四种保险在内，

即每个家庭只要参保四中保险中的一种，即记总参保率为参保。

表 1 样本家庭医疗保险参保与家庭收入动态变化

年份

已参加医保 未参加医保

家庭数 百分比
家庭

总收入
家庭数 百分比

家庭

总收入

2000 260 0．23 14 085．15 871 0．77 8 178．72
2004 264 0．26 18 582．38 758 0．74 13 927．5
2006 337 0．37 16 879．66 573 0．63 17 674．58
2009 991 0．94 30 610．76 62 0．06 21 676．61
2011 1 439 0．98 50 345．81 36 0．02 43 173．91
合计 3 291 0．56 26 100．76 2 300 0．44 20 926．26

备注: 以上收入数据均按照 CPI指数调整到 2011年水平。

表 2是基于式( 1) 展开的实证分析结果。第一列为不

含“已参保”变量时，系列控制变量对家庭总收入影响的
OLS回归结果，第二列则增加了“已参保”变量，第三列展示

的是以“社区参保家庭占比”为“家庭是否参保”的工具变量

进行的 2SLS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加入“已参保”变量后，

无论是否采用工具变量 Ｒ2都从 0．408 上升到 0．414，这证实

家庭是否有成员参与四类医保对家庭总收入水平确实存在

影响。就“社区参保家庭占比”和“家庭是否参保”展开的一

阶段 OLS回归结果展示见表 3。分析表明，工具变量“社区

参保家庭占比”在 99．2%相关度上解释了原变量“家庭是否

参保”，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一阶段回归中 F 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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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阐述上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更新为“新农保”，并明确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调查上的调整和新农保及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使得 2009、2011样本家庭参保率有明显的提升。



231．07、Ｒ2为 0． 761 2、P 值为 0． 000 0，其中 Cragg － Donald
Wald F值为 5 997．598，显著大于 10。这表明“社区参保家庭
占比”是“家庭是否参保”良好的工具变量。若无特别说明，

本节后续回归都将采用 2SLS分析，IV一阶回归 F值及 Ｒ2将

在结果表中给出。综合上述分析，全样本回归分析表明: 家
庭成员参与政府主导的四类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收入确有显

著的提升作用，其综合影响达到 23．1%。
表 2 参与医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 全样本)

VAＲIABLES
( 1) OLS

无参保信息

( 2) OLS

无 IV

( 3) 2SLS

有 IV
已参保 0．280＊＊＊ 0．231＊＊＊

( 0．037 9) ( 0．052 2)
家庭人口 0．412＊＊＊ 0．403＊＊＊ 0．405＊＊＊

( 0．039 2) ( 0．039 0) ( 0．039 1)
家庭人口

平方项

－0．031 1＊＊＊ －0．029 9＊＊＊ －0．030 1＊＊＊

( 0．004 97) ( 0．004 95) ( 0．004 95)
户主性别 －0．067 0* －0．064 4* －0．064 8*

( 0．037 0) ( 0．036 8) ( 0．036 8)
户主年龄 0．003 06 0．002 99 0．003 01

( 0．007 19) ( 0．007 15) ( 0．007 16)
户主年龄

平方项 /1 000
0．011 3 0．006 47 0．007 30
( 0．064 9) ( 0．064 5) ( 0．064 6)

户主受教育

年限

0．067 6＊＊＊ 0．064 7＊＊＊ 0．065 2＊＊＊

( 0．003 74) ( 0．003 74) ( 0．003 76)
所在社区 －0．000 283＊＊＊ －0．000 292＊＊＊ －0．000 290＊＊＊

( 2．68e－05) ( 2．67e－05) ( 2．68e－05)
所在省份 2．823＊＊＊ 2．908＊＊＊ 2．893＊＊＊

( 0．268) ( 0．267) ( 0．268)
城乡变量 0．456＊＊＊ 0．460＊＊＊ 0．459＊＊＊

( 0．031 5) ( 0．031 3) ( 0．031 3)
年份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Ｒ2 0．408 0．414 0．414
P 0．000 0 0．000 0 0．000 0
N 5 422 5 422 5 422

备注: ＊＊＊、* 分别表示在 1%、10%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3 参与医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 2SLS一阶段回归)

VAＲIABLES
家庭是否参保

( 已参保)

社区参保家庭占比 0．992＊＊＊

( 0．012 8)

家庭人口 0．014 2

( 0．009 65)

家庭人口

平方项

－0．001 57

( 0．001 22)

户主性别 －0．003 82

( 0．009 10)

户主年龄 －2．14e－05

( 0．001 77)

户主年龄

平方项 /1 000

0．011 4

( 0．016 0)

续表

VAＲIABLES
家庭是否参保

( 已参保)

户主受教育

年限

0．004 74＊＊＊

( 0．000 922)

所在社区 1．01e－05

( 6．61e－06)

所在省份 －0．101

( 0．066 1)

城乡变量 －0．013 2*

( 0．007 75)

年份虚拟变量 Yes

F值 1 231．07

Ｒ2 0．761

P 0．000 0

Cragg－Donald Wald F值 5 997．598

N 5 422

备注: ＊＊＊、* 分别表示在 1%、10%统计水平上显著。

然而，我们所考察的四类医保制度在参保方式、缴费标
准、保险待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剖析不同参保类型对
家庭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异质影响，我们区分四类医保展开

了进一步的分析，2SLS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跨越十年的
综合分析显示，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对家
庭总收入水平都存在着 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影响，其影响
程度分别为 32．3%、23．5%和 13%。然而，农村合作医疗却没
有对家庭总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图 2 展示的分险
种家庭医保参保比率动态变化可知，新农合家庭参保率直至

2009年和 2011年才快速上涨。而相对其他医保制度，新农
合在保障范围和水平上都是相对较低的( 王丽丽、孙淑云，
2016［10］125 ) ，加之农民工群体在新农合报销上有诸多限制，
其程序不够便利( 秦雪征、周建波、辛奕、庄晨，2014［11］65 ; 贾
男、马俊龙，2015［9］89 ) ，这很可能使新农合在实际使用率上
打折扣。对公费医疗而言，虽然十年间的参保率有些许下
降，但基于公费医疗在参保群体上的限制以及相对宽泛的保

障范围和较高的保障水平，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效果位列四

类医保之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十二五规划伊始全国各地
已开始逐步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公费医疗行将退出历史舞

台，其对我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将逐步消失( 曾金

冬，2012［12］6 ) 。而处在中位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则发挥着相对稳健的收入补偿效应，随着参与率

的逐步提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提升

城镇家庭收入水平上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综合而言，
我国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参保

权益、医保承保水平等方面仍亟待提高，应着重解决新农合
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难和问题，使农民便利地享受新农

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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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与不同的四类医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2SLS回归

VAＲIABLES
( 1) 2SLS
有 IV

( 2) 2SLS
有 IV

( 3) 2SLS
有 IV

( 4) 2SLS
有 IV

公费医疗

已参保

0．323＊＊＊

( 0．044 7)
城镇职工

医保已参保

0．235＊＊＊

( 0．043 6)
城镇居民

医保已参保

0．130＊＊＊

( 0．053 4)
农村合作

医疗已参保

－0．020 0
( 0．037 9)

家庭人口 0．396＊＊＊ 0．364＊＊＊ 0．398＊＊＊ 0．422＊＊＊

( 0．039 3) ( 0．041 0) ( 0．040 0) ( 0．039 9)
家庭人口

平方项

－0．028 9＊＊＊－0．026 4＊＊＊－0．030 2＊＊＊－0．032 3＊＊＊

( 0．004 98) ( 0．005 19) ( 0．005 06) ( 0．005 06)
户主性别 －0．049 0 －0．002 90 －0．059 8 －0．035 4

( 0．037 1) ( 0．038 9) ( 0．037 7) ( 0．037 9)
户主年龄 0．007 58 0．002 13 0．001 68 0．007 87

( 0．007 23) ( 0．007 48) ( 0．007 33) ( 0．007 35)
户主年龄

平方项 /1000
－0．048 4 －0．001 38 0．017 9 －0．042 1
( 0．065 7) ( 0．067 5) ( 0．066 1) ( 0．066 4)

户主受教育

年限

0．057 6＊＊＊ 0．052 5＊＊＊ 0．068 4＊＊＊ 0．061 1＊＊＊

( 0．004 13) ( 0．004 13) ( 0．003 81) ( 0．003 92)
所在社区 －0．000 257＊＊＊－0．000 161＊＊＊－0．000 245＊＊＊－0．000 180＊＊＊

( 2．72e－05) ( 3．01e－05) ( 2．78e－05) ( 3．14e－05)
所在省份 2．562＊＊＊ 1．597＊＊＊ 2．443＊＊＊ 1．789＊＊＊

( 0．272) ( 0．301) ( 0．278) ( 0．314)
城乡变量 0．382＊＊＊ 0．297＊＊＊ 0．403＊＊＊ 0．291＊＊＊

( 0．034 1) ( 0．035 9) ( 0．032 9) ( 0．040 5)
年份虚

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一阶回

归系数
0．934 0．778 0．931 0．926

一阶 F值 132．65 356．59 157．04 459．13
一阶 Ｒ2 0．255 7 0．480 1 0．289 1 0．543 1

一阶

Cragg －Donald
Wald F

887．252 1 103．313 1 259．792 1 546．480

Ｒ2 0．409 0．359 0．385 0．388
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N 5 422 5 422 5 422 5 422

备注: ＊＊＊、* 分别表示在 1%、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上述区分四类医
保的回归分析中，“家庭是否参保”( 已参保) 变量均使用相应医保类型的“社
区参保家庭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例如:“已参保公费医疗”变量采用了“社区
参加公费医疗家庭占比”为工具变量。

相对于综合影响效果，笔者其实更关注“是否参保”在 5
个调查年份( 2000 年到 2011 年) 间对提升家庭总收入水平
作用效果的动态差异。表 5 显示，2000 年到 2011 年间“是
否参保”对提升家庭总收入存在着统计显著性和绝对数值
大小上的双重“U”型影响。2006年之前，参与医疗保险对家
庭总收入水平的影响是显著递减的，此时期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制度改革持续进行，公费医疗在医疗保险体系中所占比重

锐减，新农保开始逐步实施。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新老
体系交替的关键阶段里，“是否参保”对家庭总收入的提升

作用受到了一定影响。而随着始于 2007年的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制度改革等的全面铺开，政府主导的系列医疗保险迅速

实现高覆盖，使其对家庭总收入的提升作用迅速回升。依据
表 6中不同收入组及其城乡差异可以进一步探知，我国医疗
保险体系的收入转移效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且边际上

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大于城镇家庭。这表明，持续推进的系列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缓解我国严峻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

调节作用。
表 5 参与医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2SLS回归

( 5个调查年份)

( 1) ( 2) ( 3) ( 4) ( 5)
VAＲIABLES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已参保 0．555＊＊＊ 0．237＊＊ 0．027 8 0．495＊＊ 0．913＊＊＊

( 0．099 5) ( 0．109) ( 0．097 1) ( 0．244) ( 0．346)
家庭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外部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一阶 F值 160．75 131．31 115．69 39．49 44．94
一阶 Ｒ2 0．625 9 0．565 2 0．563 8 0．275 2 0．235 2

Ｒ2 0．290 0．223 0．232 0．240 0．253
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N 972 1 021 906 1 051 1 472

备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家庭收入 2SLS 回归基础之上，我们拟采用G·Field

分解技术①就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对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进一步探讨。我们将重点考察“是
否参保”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同时基于户主数
据考察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以检验分析的稳健性。
表 6 参与医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2SLS回归

( 不同收入组及城乡差异)

( 1) ( 2) ( 3) ( 4) ( 5)

VAＲIABLES
低收

入组

中等

收入组

高收

入组
城镇 农村

已参保 0．203＊＊＊ 0．004 77 －0．187 0．260＊＊＊ 0．295＊＊＊

( 0．062 2) ( 0．023 9) ( 0．125) ( 0．051 0) ( 0．053 5)

家庭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外部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一阶 F值 624．22 184．66 132．75 306．33 1 138．39

一阶 Ｒ2 0．737 8 0．679 7 0．638 3 0．665 9 0．813 4

Ｒ2 0．125 0．080 0．111 0．410 0．360

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N 3 121 1 233 1 068 2 012 3 410

备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7 展示了基于 G·Field 分解的我国家庭收入基尼
系数动态变化。第一行第二列到第六列分别展示了“是否
参保”对当期基尼系数的解释份额，即 2000 年、2004 年、
2006 年、2009 年和 2011 年，“是否参保”对家庭之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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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分别为5．54%、1．18%、－0．1%、0．13%和
0．23%。这呈现出与前述区分年份的 2SLS 回归相一致的
“U”型变化。特别注意的是，2006 年“是否参保”对家庭
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出现了负值，即在 2006 年“是否参保”
对缩小我国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
其他年份“是否参保”对家庭收入不平等却存在着或多或
少的正向贡献。数值上看，2006 年以前，以公费医疗为代
表的原有医疗保险体系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较大，改

革以后的新医疗保险体系则侧重“广覆盖”，对收入不平等
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然而，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推进，在 2009 年和 2011 年“是否参
保”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中又反负为正，数值上虽然极小，
但却显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上逐步增加的贡献度，这一现象

值得高度关注; 表 7 第一行第七列到第十列则展示了“是
否参保”对不同时期基尼系数变动的解释份额。可以看
到，“是否参保”对四时期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也展现出
“U”型变化。00 ～ 04 时期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初期，
“是否参保”对缩小收入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有可能受
益于对公费医疗这种存在严格参保范围限定制度的废黜。
但在 04～ 06 时期，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处在破旧立新的
关键阶段，改革自身引发的不稳定和变革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收入不平等的产生。随着新农合、城居保等制度的逐步
建立，我国新型医疗保险体系初现端倪，其对收入不平等

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由此我们看到，“是否参保”
对收入差距的正向贡献在 04～ 06 时期、06～ 09 时期逐步减
缓，直至 09～ 11 时期显现出缩小收入差距的良好效果。随
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全面建立及对医疗保障支持力度的不

断增强，我们有理由期待全新的医保体系在缩小我国收入

差距上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表 7 我国家庭总收入基尼系数变动分解: G·Field分解①

VAＲIABLES S00 S04 S06 S09 S11

是否参与

医疗保险
5．54 1．18 －0．1 0．13 0．23

户主受教

育年限
5．88 11．62 11．22 9．36 12．22

VAＲIABLES
π
( 00～04)

π
( 04～06)

π
( 06～09)

π
( 09～11)

是否参与

医疗保险
－75．78 54．59 23．08 －5．87

户主受

教育年限
73．17 28．31 －36．52 －42．24

备注: S为相关变量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解释份额，π 为各变量
对不同时期收入差距变动的解释。

为考察上述分析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观察“户主受
教育年限”的影响。表 7 第二行展示了“户主受教育年
限”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解释份额。户主受教育年限对

当期基尼系数的解释度( 第二列到第六列) 均为正值，且

数值上有小幅波动，这说明总体上户主受教育年限存在拉

大当期收入差距的作用。从不同时期基尼系数变化的贡
献度来看，户主受教育年限的贡献存在由正转负的变化趋

势，即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间跨期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由

拉大收入差距转变为缩小收入差距。上述讨论结果和罗
楚亮与王亚柯利用 CHIPS 数据对我国 1995—2007 年收入
不平等因素分析结果( 罗楚亮、王亚柯，2012［13］77 ) 趋势上
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本部分基于G·Field分解技术就家
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是可以

置信的。

四、结论
利用 CHNS2000到 2011 年 5 期混合截面数据，本文考

察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间收入分配的动态影响。
2SLS全样本回归显示，家庭成员医保参保行为( 含政府主导
的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及公费医疗四类医疗保险) 对其家庭总收入水

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保、城
镇居民医保作用效果逐次降低。这表明，风险分担机制使我
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总体上具备良好的家庭收入再分配调

节功能。2000 到 2011 年动态分期考察进一步显示，“是否
参保”对家庭总收入存在从统计显著性到绝对数值上的“U”

型影响。这说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程本身对其家庭收入
调节作用产生了一定负向影响。区分不同收入组及城乡差
异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收入补

偿效应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家庭，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高于城

镇家庭。在农村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持续高于城镇地区内部
的现实背景下，持续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必将有利于缓解

我国严峻的收入差距形势; 基于 G·Field 分解技术的研究
进一步发现，2006年以前以有严格参保范围限定的公费医
疗制度为代表的老医保体系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

较大。改革后的新医疗保险体系对缓解我国收入不平等起
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的逐步推进，是否参保在 2009年和 2011年对收入不平
等的贡献再次反负为正，且显现出在收入差距扩张上逐步增

大的贡献率，这一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受到数据基础的严格
限制，我们无法采用 DID 等分析方法对“是否参保”的家庭
分配效应展开综合考察，但本文仍不失为是从家庭层面探讨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收入再分配效应的一次尝试。跨期
逾十年的综合考察明确证实，我国系列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

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亦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基于前述新农合制度的家庭收入分配效应分析，我们建

议: ( 1) 应全面实施强制参保，谨防医保收入补偿效应拉大
收入差距。研究表明，我国近十年来的医保制度改革并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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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本文侧重于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进行综合考察，区分四类医保制度的家庭收入差距 G·Field分解分析将在后续的分项研究中
陆续展开。



现出对收入差距显著、一致的收敛作用。这不排除是大部分
医保制度实施“自愿参保”①给投保人过大“自选择”空间，
造成高收入家庭更多享受制度福利却“遗漏”抗风险能力较
低的低收入家庭，形成事实上拉大收入差距的效果。因此，
即使在全国医疗保险具有较高参与率的现实背景下，也应考

虑实施全面强制参保。( 2) 快速高效地推进医保制度改革，
把改革进程的负效应降到最低。研究表明，十年来我国医疗
保险制度改革具有总体上显著的家庭收入转移效应，但伴随

医保改革进程，此收入转移效应呈 U 型动态变化。可见，医
疗保险制度改革进程本身对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有负向

影响的。因此，政府应快速推进改革进程，努力将改革本身
的负效应降到最低。( 3) 鉴于不同医保制度对家庭收入水
平存在异质影响，改革的推进应有所侧重和适度倾斜。应通
过稳定参保率、逐步提高保障范围和水平进一步巩固并扩大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挥的稳健的收入补
偿效应。着重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中存在的现实困
难和问题，在农民参保权益、医保承保水平等方面加大投入，
使农民便利地享受新农合制度的保障。( 4) 鉴于传统家文
化对国人行为决策的深刻影响，在制定和实施包括医疗保险

在内的各项制度、政策时应考虑从家庭层面展开预判和评
估，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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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ousehold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Medical Insurance
Ｒeform in China CHNS 2000－2011

LIU Na，WU Yi
( Business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 of CHNS 2000－2011，this paper gives a test on the household distribution effect
of medical insurance reform in China． 2SLS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those families in which family members bought medical
insurance tend to have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thoroughly． As free medical care system，urban employe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nd urban resident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re in rank，the marginal positive effect decreases gradually．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fam-
ily bought insurance or not，the impact of insurance on total family income has a“U”change from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o absolute
figure． In addition，the study based on the G·Field’s decomposi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medical insurance reforms play a pos-
itive role in narrowing income gap，however，in recent years，it also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widening income gap． Our govern-
ment should implement medical insurance compulsorily，beware of the effect of medical insurance income compensation to widen the in-
come gap，and boost reforms efficiently to lower the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minimum．

Keywords: medical insurance reform; income distribution; household; G·Field’s composi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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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现有医保参保制度中除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要求强制参保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均实施自愿参保。


